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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 决策中常见的证据形式 

决策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八种不同形式的证据，这些形式相互关联。比如，随机对照试验的评价也有可

能包含基于数据分析、定性见解和成本效果分析的证据。同样，案例研究可以采用关于经验和偏好的定

性见解，也可以使用来自数据分析、建模和评价的定量证据。

*�我们将技术评估和成本效果分析归为一类，因为它们通常来源于相同的证据组，应用于相同类型的产品或服务，而且成本效果分析几乎总是技
术评估的关键因素。我们认识到，某些形式的证据生产者相比于生产证据产品更强调其过程，但是许多没有参与过任何相关过程的决策者仍会
面对这些形式的证据。

本章节题目中提到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形式的证据（例如，评价，行为研究，定性研究和其他形式的“原

始”研究）。本章节题目中提到的“综合”本身就是一种证据形式，有时也被称为“二次”研究。本章节题目中提

到的指南同样也是一种证据形式，正如我们在第4.4节所讨论的一样，技术评估也可以包括推荐意见。

我们使用“证据”一词作为“研究证据”的简称，因为我们意识到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证据（例如，来源于个人

生活经验的证据和法庭上考虑的证据），并且证据是影响决策的众多因素之一。我们在第4.2节对每一条术语进行了

定义，并展示了每种形式的证据如何影响决策过程。我们在第4.3节中描述了相反的情况，即决策过程中的各步骤如

何与证据形式相联系。

定性见解

 证据综合

  

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

指南

  行为/实施研究

评价

建模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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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 常见证据形式的定义

我们在下面提供了每种证据形式的简单定义。我们对其他研究者的定义做了许多改编，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区分

这八种证据形式，同时也可以展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同时，我们说明了每种形式的证据是如何与决策过程中的四

个步骤相互联系的。

理解问题及其原因

监测实施并评
估效果 

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

确认实施的注意事项

本节与第4.3节（介绍决策过程各步骤与证据形式的关系），均以在第3.1节中首次介绍的决策问题清单为基础。

1 2

4 3

证据形式 定义 可发挥最大价值的步骤

数据分析 对原始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以得出关于该信息的结论

建模 在虚拟环境中使用数学方程模拟现实世界情景（即，如果我们不干预
可能会发生什么）和选择（即，如果我们干预会发生什么）

评价 以学习或决策为目的，对某一方案的实施（监测）和效果（评估）进
行的系统评价

行为/实施研究 研究如何在个人、专家人员、组织及政府层面将有效方法系统地应用
于日常工作中（实施研究）

系统地考核人们（公民和专业人士）在做什么，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
做，以及什么可以维持或改变他们的行为（行为研究）

1

1 2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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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见解 数据研究（通常是非数值的），即通过访谈、焦点小组、开放式问
卷、一手观察、参与观察、自然环境中的记录、文件和人工制品中获
取，以了解个人和群体对于问题、方案、实施注意事项（阻碍因素、
促进因素和策略）以及衡量标准的看法和经验

证据综合 识别、筛选、评价和综合所有针对同一问题研究结果的系统过程，以
全面了解现有知识，包括结果可能如何因人群（如种族化社区）和环
境（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社区）而有所不同

技术评估/成本效
果分析

对于某种“技术”（如产品或服务）的全面评估，包括安全性、有效
性以及经济、社会和伦理影响（技术评估），证据综合通常有助于评
估有效性 

比较两种或多种选择的相对结果（有效性）和成本，同样，证据综合
通常有助于评估有效性
 

指南 系统制订的声明用以推荐特定的行为准则。该声明通常针对公民和专
业人士，有时针对组织和政府，并且通过一部或多部证据综合评估有
效性、价值观和偏好以及其他因素

1

1

2

2

2*

2*

3

3

3

4

4

4

*在此步骤中发挥最大价值，但在其他步骤中也可以发挥价值

请注意，从任何形式的证据或任何形式的证据组合中衍生出来的简报、信息图表、简明摘要和其他文件，都可以

用来为不同类型的决策者打包传递关键信息。这种“衍生证据产品”可作为传播和实施方案应用于此类决策者，并

在所有步骤中增加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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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 匹配决策相关问题与证据形式

步骤 相关问题 有帮助的证据形式示例

指标 ——问题有多大？ 数据分析

比较 ——问题是否越来越严重或者比他处更严重？ 数据分析（例如，使用行政数据库或社区
调查）

框架 ——不同的人如何描述或体会这个问题及其原因？ 定性研究（例如，使用访谈或焦点小组）

利 ——它可能带来什么好处？ 评价（例如，有效性研究，如随机对照试
验）

弊 ——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评价（例如，观察性研究）

成本效果 ——在相同的投入下，某个方案能否获得更佳效果？ 技术评估/成本效果评估

适应性 ——我们能否对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内容进行改编并同
样获益？

评价（例如，过程评估即评估一个方案是
如何以及为什么发挥作用的）

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经验 ——哪些群体支持哪个方案？ 定性研究（例如，使用访谈和焦点小组来
了解什么对于公民来说重要）

促进和阻碍因素—— 什么（和谁）会妨碍或帮助我们在恰当的人群
中实现并获得预期的效果？

定性研究（例如，使用访谈和焦点小组来
了解促进和阻碍因素）

实施策略的益处、危害、成本效果等 ——我们应该采用何种策略并
在合适的人群中实现并获得预期的效果？

行为/实施研究
见“选择方案”

所选择的方案是否能惠及那些能从中受益的人？ 数据分析

所选择的方案是否在足够的规模上实现了预期效果？ 评价

在第4.2节中，我们描述了证据形式与决策过程中

各步骤间的相关性，在此节，我们将决策过程中的每

个步骤与证据形式联系起来，并举例说明。

 

证据综合通过对解决一个相似问题的所有研究中

已知和未知信息进行总结，可以帮助回答几乎所有相

关问题。对于利弊相关问题，证据综合无论是在方案

选择还是在实施策略中都至关重要。我们在第4.4节中

详述了为什么证据综合是回答多种类型问题的最

佳起点。

1

2

4

3

理解问题及其
原因

确认实施的注
意事项

选择解决问题的
方案

监测实施并评 
估效果 

1 2

4 3



证据委员会报告48

4.44.4 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

决策者同时需要本土证据（例如，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州/省或城市学习到的东西）和全球证据（从世界各地学

到的东西，包括不同群体和环境间的差异）。对于“本土”我们是指国家和次国家，其证据可表现为多种形式，包

括本土数据分析、本土评估和本土实施研究。全球证据通常采取证据综合的形式，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此问题。  

决策者可以从基于本土和全球证据的推荐意见中获益。从定义上来看，指南提供推荐意见。正如我们在介绍部

分提到的，在危机时期，我们最初通常必须依赖于新出现的指南（例如，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地了解危机，但在此

期间需要好好洗手），然后依赖于更新的指南（例如，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带口罩可以减少病毒传播）。在任何时

候，我们都需要对所谓的“逆转”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说随着证据的不断积累，原本认为有好处的方法实际上并不

奏效，甚至会造成伤害。技术评估可以提供建议，也可以通过对可能影响本土决策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因素的评估

补充现有证据，从而提供一种证据支持。 

建模是最常见的本土证据形式。然而，它可以提供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综合最佳证据的方式，正如在气候行动、药

品报销和宏观经济政策等高风险领域所做的那样。建模也可以为本土证据形式提供支持，其中建模者有效地充当了

一种证据中介。这种情况就如同政府政策制定者利用许多特定管辖区的COVID-19模型来预测封城等方案可能产生的

未来影响（以及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如果做得好，这种应用或不应用证据综合效果估计的建模可以有助于系统地

给出专家意见。

其他形式的分析，如政策、系统和政治分析，可以为本土和全球证据提供信息或加以补充，我们将在第5.4节讨

论这些类型的分析。

优势 证据形式

数据分析 建模

本土（国家或
次国家）证据

证据综合  

全球证据

根据地方和全球
证据得出的本土
（国家或次国

家）推荐意见或
者证据支持

技术评估 指南

行为/实施研究评价 定性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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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综合通过系统和透明的过程来识别、筛选、评估和综合解决同一问题的所有研究。其目

的是为了全面了解现有的知识，包括其结果在不同人群（如女孩和年轻妇女）和环境（如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间的差异。对于方案选择的问题，现有的部分知识可以是在何种环境下何

种方法对何种人有效。

本土（国家或次国家）证据可阐明是否存在本土问题及其原因，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否具有本

土可行性和可接受性，以及可能阻碍或有助于在适用人群中达到和实现预期效果的本土因素。

对于决策者来说，“本土”的意义是多样的，即对某一个人来说，“本土”可能是他们的国

家；对其他人来说，则可能是他们的近邻。我们将在第4.5节中讨论证据的本土适用性问题。

通过确保纳入所有相关研究，并对高质量研究给予更大权重，从而减少被误导的可能

通过增加分析中研究参与者的数量，增加对预期结果的信心

通过呈现参与者和研究环境的信息，以及理想情况下研究结果如何因这些因素而不同，从而更

容易评估全球证据在特定环境下的含义

通过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取相同的“数据”，并清楚地报告这些数据是如何合成的，使得对现有

证据提出质疑变得更加方便。

与其他总结全球最佳证据的方法相比，证据综合方法有四个优势，比如由专家对科学文献进行非正式的

叙述性综述:

其中第一个优点有助于解决科学中有时被称为重复或可重复性危机的问题，即单个研究中的许多发现无法被复

制或重现。这种危机在医学（例如，使用羟氯喹和伊维菌素治疗COVID-19）、经济学和心理学等许多领域均有所记

录。更令人不安的是，不可重复的研究结果比可重复的研究结果被引用得更多，甚至在重复失败被发表后也是如

此。(1)

基于模型的未来探索，以解决气候变化的“多维复杂度”社会问题，使用多种类型的证据，并借鉴强大的相互比

较练习，为上述类型的证据综合提供了另一种范式。基于这两种最佳方法，可能建成一条卓有成效的前进道路。(2)

全球证据

本土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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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5 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不是所有证据都是高质量和可靠的决策依据。许多（但不是所有）形式的证据都有相应的工具，可用于帮助判断

证据（单个研究或证据体）的可靠性。正如我们所述，这些工具通过评分或评级的方式帮助使用者了解对证据的确

信程度。现在许多期刊要求作者遵循报告规范，如适用于随机对照试验的CONSORT和适用于证据综合的PRISMA。大

部分期刊并未要求审稿人使用特定工具评价研究质量或推荐强度；因此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上的并不一定都是高质

量文章。 

研究（和指南）
的质量（或可信度） 

各不相同

证据体的可靠度
（或对证据体的确

信程度）
各不相同

推荐强度各不相同  

证据的来源（或用于
产生证据的方法）
可能很难判断

问题 回复

•	已针对特定研究设计（如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设计大类（如观察性研究、定性研究和证据综
合）和指南开发了质量评价（或严格评价）工具——实例（RoB2、ROBINS-I、JBI清单、AMSTAR
和AGREE II）见本章末尾附录（第4.16节）

•	工具可以产生的结果包括总结性判断（例如，RoB2或ROBINS-I中的低偏倚风险），根据得分进行
范围分组（例如，AMSTAR中的高质量），一组得分（例如，AGREE II的六个领域），或一组可以
为总结性判断提供信息的考虑因素（例如，JBI清单）

•	为解决同一问题（例如，干预措施对特定结局的影响或公民依附于特定现象的意义）的证据体开
发了可靠性评价工具——见第4.16节的两个实例（GRADE和GRADE CERQual）

•	工具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可信度的总体判断，包括对真实效果与估计效果的相似程度（例
如，GRADE中的高质量证据），或定性研究结果对研究内容代表程度的可信度（利用GRADE 
CERQual）

•	对效果估计的可靠性进行总结性判断比证明干预措施“有效”或“无效”的统计学意义检验更有
帮助（如果显著性水平为0.05，则20次试验中会有一次偶然情况发生）

•	已为指南推荐意见开发了推荐强度分级工具（例如，GRADE，除上述对证据体级别进行分级
外）——见第4.16节的示例 

•	工具可以产生一个总结性判断，即大部分决策者是否会选择继续进行干预（例如，GRADE中的强
推荐）或者大多数人是否需要仔细权衡干预的利弊

•	目前还没有广泛接受的工具用以评估以下内容的可信度：
	⚪   �专家，尽管在预测方面确实存在像“良好判断项目”这样的例子（我们将在本章后文中讨论

专家意见；关于模型参数的专家意见，则在第4.16节讨论）
	⚪   �用于生成某些形式证据的模型（我们在第4.7节讨论气候变化模型时，同时在第4.16节讨论这

个问题）
	⚪   用于生成某些类型证据的人工智能算法，尽管已经出现了像TRIPOD这样的例子(3)

当证据被整合到数据平台、模型和其他格式中时，以及利益冲突起作用时，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证据就格外具

有挑战性。我们将在后面的第4.12、4.14和4.16讨论。虽然这不是本报告的重点，但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原始

数据”也是一种挑战，比如UNICEP已经开发了数据质量框架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bit.ly/3DQQRRv）。

http://bit.ly/3DQQR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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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一站式商店”，如社会系统证据（SSE）和COVID-19知证决策协作网（COVID-19 Evidence Network to 

support Decision-making，COVID-END）清单（在第4.6节中描述），使用了其中的一些工具，以便于决策者及其支

持者可以关注高质量的证据综合，或者了解他们正在使用的是当前可用（如果不是高质量的）的最佳证据综合。

COVID-19大流行要求决策者在短时间内做出艰难的决策，最初的证据很少，且通常是间接证据。后来随着时

间的推移，研究、证据体和推荐意见均通过一个稳健的过程生产或制订。为支持基于证据体（而非单个研究）的

COVID-19决策，COVID-END在其“最佳”证据综合清单中列出了那些最新的（基于检索证据的日期）、高质量（基

于AMSTAR工具）证据，并提供证据的可靠性评估结果（基于GRADE工具）。

并非所有证据均是高质量的，也并非所有全球证据均适用于特定情境。例如，证据综合只纳入在高收入国家开展

的研究时，其可能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中适用性有限。在基线条件、实际情况和制约因素以及本地系统的结构特征 

（例如，国家卫生系统或省/州教育系统）方面可能存在重大差异。SUPPORT工具可以同样帮助人们思考证据综合结

果的本土适用性，并考虑即使发现不适用时，如何仍然得出见解。(4)

贝叶斯推理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可以重新绘制我们对于挑战和应对挑战的“心理地图”，不是用新的信

息取代我们认为的所有知识，而是将我们的理解调整到一个适当的程度。这个程度取决于你对现有知识（某事为真

的“先验”概率）的确信程度，以及你对新知识的确信程度。如果新知识来自于高质量的证据综合，其中包括了与

你所处环境相似情境下开展的研究，则可以对新知识有更高的确信程度。
“英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鼓励证据综合和使用的有关工作，从第一个预防海员坏血病的随机对照试验，到最近

新提出的促进证据在一系列政策领域使用的“What Works中心”。作为这次循证运动的一部分，在过去20年间，

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改变了证据在医疗实践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卫生举措和社会照护中的使

用。

COVID-19大流行极大地增强了需要高质量证据为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的必要性，还突出了社交媒体和相关错

误信息的负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证据委员会应对社会挑战的工作非常重要，应该被视为世界各地所有政

策制定者的必备读物。

证据中介和生产者证据中介和生产者,Gillian LengGillian Leng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主管，领导技术评估和指南机构，支持政府、服务提供商和患者的健康和
社会照护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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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6 证据综合的覆盖面、质量和新近度

全球范围内的证据综合存在着对优先主题覆盖不全、（综合的）质量差异大、（对于检索本应纳入综合的潜在研

究）新近度等问题。对两个“一站式商店”证据综合的分析说明了此问题的严重性。一个“站点”关注所有非健康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或称SDGs（社会系统证据），另一个则关注所有潜在的对COVID-19的响应（COVID-END最佳证

据综合清单和该清单来源的大型数据库）。

SDG证据综合

截至2021年8月12日，在社会系统证据数据库中收录的4131份SDG证据综合中，包含了系统评价再评价、效果评价

和解决其他问题的评价：

•	覆盖面不均衡，相对于每个SDG可提出的问题数量，其中七项SDG所涉及的证据综合数量相对较少（≤263）（目标

2：零饥饿，目标5：性别不平等，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13：气候行

动，目标14：水下生物，以及目标15：陆地生物）

•	质量参差不齐，七项SDG的证据综合中至少有一半质量不高（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

洁能源，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目标13：气候行动，目标14：水下生物，

以及目标15：陆地生物）

•	所有SDG的最后检索年份的中位数均为五或六年前（2016年或2017年）

•	大多数SDG的证据综合中，只有十分之一（12%）到五分之一（21%）包括至少一项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其

中一项SDG（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证据综合包含中低收入国家研究的比例更低（3%）。

关注各个SDG的证据综合数量和质量在下面的柱状图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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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柱状图，请注意以下几点：

•	  所有数字之和超过证据综合总数的原因是一个综述可能涉及一个以上的SDG

•	所涉及的证据综合数量：

	⚪    SDG3数量明显不足，与健康有关的证据综合只有在同时涉及另一个SDG时才会被包括在内

	⚪    SDG17数量显著超额，由于许多证据综合以另一个SDG作为主要问题，也将其他伙伴关系作为次要问题

	⚪    SDG 7、13、14和15的数量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它们最近才被社会系统证据纳入关注

•	社会系统证据中，85%的证据综合已经完成质量评级。

COVID-19证据综合

截至2021年8月1日，在COVID-19全文数据库和562条COVID-END最佳证据综合清单中纳入了4256部COVID-19相关证

据综合:

•	覆盖面不均衡：只有237部证据综合关注COVID-19的经济和社会响应（其中只有49部被纳入清单），而关注临床管

理（3128部）、公共卫生措施（1148部）和卫生系统安排（818部）的证据综合数量要多得多

•	质量参差不齐：约四分之一（26%）的COVID-19证据综合为低质量证据，超过一半（56%）为中等质量证据

•	在COVID-19的四个响应类别中，三个响应类别的最后检索日期的中位数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宣布大流行后的4.5个月内（2020年3月11日）。

关注临床管理的证据综合的中位检索日期更近——大流行宣布后12个月，分析完成前4.5个月（由于COVID-NMA动

态证据平台上有大量的药物治疗比较均为相同的检索日期）。关注各个COVID-19响应类别的证据综合数量和质量在

下面的柱状图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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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柱状图，请注意以下几点：

•	所有数字之和超过证据综合总数的原因是一部综述可能涉及COVID-END分类类别中一个以上的类别

•	证据综合的质量等级需达到中等或高等，才能被考虑纳入COVID-END的“最佳证据综合”清单。

这些发现反映了评价（特别是随机对照试验）、证据综合和（评估和证据综合的）证据地图中的类似不足，可为

决策提供参考：

•	教育：只有25%的试验受试者超过1000名（在1980-2016年期间开展的试验中，只有12%是在亚洲、非洲或中南美洲

地区开展的）(5)
•	健康：只有16%的证据综合在其分析方法中纳入了质量评价（尽管70%的证据综合进行了质量评价），更普遍的是

证据综合的报告质量差异很大 (6)
•	中低收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2010-2017年期间，有四个或更少的证据地图报告了与17个SDG目标中的八个相关

结果，四分之一的证据地图没有以任何方式解决公平性的问题。(7)
其他此类评价工作则更为积极，例如，有一项研究指出社会工作中的740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这种评价方法在该

领域确实是可行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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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7 动态证据产品

决策者通常遇到的四种证据形式当前可以作为“动态”证据产品，这意味着它们会随着新数据的增加或新研究的

发表而定期更新。许多这样的动态证据产品最开始是作为COVID-19证据响应的一部分。除卫生部门外，其他部门存

在的数量较少。举例如下：

许多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决策者已经开始期待COVID-19证据的定期更新，可能开始询问为什么不能为其他高优

先级的社会挑战提供这样的产品。原因是这些挑战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而且证据的产生很可能会解决这种不确定

性。除其他创新产品外，人工智能的使用越来越多，这可能会使证据生产者在未来更容易满足这些更高的期望。然

而，证据生产者将需要采取措施，以确保这些创新产品不会无意中延续或增加歧视的风险（例如，使用种族或与种

族有关的变量，使某些群体处于不利地位）。他们还需要支持决策者恰当地解释和使用研究结果，特别是在进行因

果推断时。

•	 WHO的COVID-19面板提供了一套为应对COVID-19而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其严格程度的数据

分析，英国卫生安全局的监测报告（bit.ly/3DeaSlc）提供了一套关于英国COVID-19的数

据分析，机遇与洞察力（Opportunity Insights）公司的经济追踪器提供了一套COVID-19

对美国人民、企业和社区经济前景影响的数据分析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OECD）的经济活动每周跟踪报告提供了一套大多数OECD和G20国家经济活动

的数据分析

•	欧洲COVID-19预测中心每周都会对每10万人中的病例和死亡人数进行预测——包括总体预

测和国别预测，而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COVID-19预测中心每两周更新一次COVID-19的预

测死亡人数模型，包括报告为因COVID-19死亡的人数和实际因COVID-19死亡的人数，可用

于探讨特定国家的一系列情景（例如，关于口罩使用和疫苗接种）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每五到七年提交一份评估报告，该报告借鉴了人类引起的气候

变化模型、其影响和可能应对的方案，尽管严格来讲，这是一个通过稳健的模型间比较过

程（每份评估报告由不同的科学家进行——见bit.ly/3wKQy8D的一个例子）的模型结果 

（可能是或不是动态的）的综合

•	 COVID-END动态证据综合#6每两周针对COVID-19疫苗对抗变异株的有效性进行一次更新， 

COVID-NMA每周更新一次关于所有药物治疗COVID-19的证据综合（后来又增加了预防性治

疗和疫苗）

•	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基于建模和实证研究，每年更新全球碳预算（气

候变化下人为二氧化碳排放及其在大气、海洋和陆地生物圈中的重新分配）的五个主要组

成部分的估计值及其相关不确定性

•	 WHO关于COVID-19药物的动态指南每一至四个月进行一次关于COVID-19药物治疗的更新，

澳大利亚国家COVID-19临床证据工作组每周为澳大利亚卫生专业人员更新COVID-19 

循证指南

•	英国教育捐赠基金会为学校提供动态指南作为其教学工具包的一部分，例如涉及教学助理

干预的指导

证据形式 动态证据产品示例

建模

数据分析

证据综合

指南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ational-flu-and-covid-19-surveillance-reports-published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WG1AR5_Chapter09_FINAL.pdf


证据委员会报告56

对COVID-END社区的列表服务讨论进行主题分析后，发现对以下问题存在不同观点：

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激烈辩论的焦点。关于动态证据综合的理由和维护这些证据所涉及的问题，详见委

员会一位委员参与共同撰写的简短说明。(9)

在第4.13节中，我们描述了作为COVID-19证据响应的一部分而持续推进的动态证据综合的一些关键特征。

对“动态”证据综合的理解（例如，“动态”状态的范围是否可以用一个时间范围而非“是”/“否” 
来进行更好地描述，是否应该为更新的频率设定一个下限）

什么时候应该开始更新，或者什么时候现有综合应该成为“动态”（例如，新的证据正在迅速出现， 
并且该证据可能解决决策者对某一高优先级主题的关键领域的不确定性）

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更新（例如，证据不太可能改变我们已有的理解，而且该主题的优先排序被降低）

在哪里以及如何最好地传播（例如，期刊是否可以容纳一个过程，即最初经过同行评审的证据综合会定期更新， 
且不耽误其他的同行评审，决策者是否可以依赖在规定的时间内更新的承诺）

“我正在研究两种形式证据之间的接口：1）证据综合，这是一种向过去取经的方法，被广泛用于卫生部门； 

2）建模，旨在预测未来，并广泛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我强烈支持第19条建议，即我们需要向其他部门的证据小

组学习。正如我们在该建议中指出的那样，Cochrane开创了许多方法，对探索什么对健康有益的研究进行综合。

包括动态证据综合，IPCC也开创了很多方法来模拟人类在很长时间范围内引起的气候变化。Cochrane和IPCC可以

相互学习，也可以向他人学习，其他人也可以向他们学习。

证据生产者证据生产者, Jan MinxJan Minx
是一名以影响力为导向的学者，将创新证据综合方法引入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的国内政策建
议和全球科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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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个人和团体提出了他们所谓的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特定国家（或次国家）环境下的“最佳证据”——来

自于当前最佳研究的国家（或次国家）证据（例如，在该环境下学到的东西）和来自当前最佳证据综合的全球证据

（例如，我们从世界各地学到了什么，包括它如何因人群和环境的不同而变化），需要区别于有时被作为证据的 

“其他证据”，如单个研究、专家意见、专家小组、研究兴趣小组、“包装为案例研究”的轶事、白皮书和辖区范

围经验综合，这些其他的证据都会带来风险（下文第2列）。同时，有一些方法可以从它们那里获得更多的价值（

下文第3列和第4列）。

 

我们在此不考虑那些通常作为研究证据的“其他证据”，如人们的生活经验（我们在第2.3节中结合共同设计的

干预措施讨论）或原住民的认知方式（我们在第4.10节中对于原住民的这方面特征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

4.84.8  最佳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对比（以及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最大收益）

其他事物其他事物 存在的风险存在的风险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更好的改进措施更好的改进措施

单个研究单个研究 
（包括预印本）

一手遮天*，或关注由作者及其媒
体关系办公室或其他人积极推动的
每项研究（如第3.7节中关于羟氯
喹的高偏倚风险研究和现已撤稿的
关于疫苗与自闭症之间联系的研
究**）

要求使用得到广泛认可的质量
评价工具对研究进行批判性评
估（以了解偏倚风险），并需
要认识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
著性水平（0.05），在20次试
验中仍旧会有一次偶然情况
发生

将该研究添加到“动态”证据
综合中，使其能够与解决相同
问题的其他研究一起被了解 
（或将其与最佳全球证据放在
一起，视为许多国家或次国家
证据之一）

专家意见专家意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于权
威人士”（而不是以证据为基础）
的决策，或关注那些凭借坚持、声
誉或其他因素获得最大关注的人 
（就像被广泛观看的电视节目 
《少年监狱之旅（美版变形记）》
（Scared Straight）中预防犯罪
的节目一样，即使在证据综合***
发现有害无益的证据之后，仍旧可
能发生类似于电视节目中的情况）

请专家分享其观点所基于的证
据（最好是证据综合），以及
用于识别检索、评价、筛选和
综合证据的方法

让专家参与研究特定的证据综
合对特定管辖区的意义，或用
不同形式的证据挑战思维方
式****（或问专家什么证据能
让他们相信自己是错的）

专家小组专家小组 GOBSATT（good old boys sitting 
around the table）提供他们的个
人意见

要求小组成员分享他们的意见
和推荐意见所依据的证据（最
好是证据综合），以及用于检
索、评价、筛选和综合证据的
方法

在小组（或秘书处）中增加方
法学专家，预先传阅本土（国
家或次国家）和全球的最佳证
据，提供强有力的审查，并明
确哪些推荐意见是基于何种强
度的证据

我们用“一手遮天”（即狗撵汽车（不懂科学））比喻分享和评论每一项引人注目的新研究。
www.nature.com/articles/nm0310-248b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4073/csr.2013.5
这种挑战在军队中被称为“红队”。

*
**

***
****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nm0310-248b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4073/csr.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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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社会利益集团也可能会基于其价值观和偏好倡导行动时援引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第4栏中的回答可能是恰当的。

辖区范围经验综合辖区范围经验综合
scanscan

“群体思维”，或许多管辖区域的
人依靠一个管辖区域的人，他们愿
意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创新，但尚未
对其进行评估

要求或寻找任何可用的支持性
证据或产生证据的计划

研究兴趣小 研究兴趣小 
组*****组*****

研究人员根据个人价值观和偏好或
其专业兴趣采取行动

询问小组为什么他们的价值观
和偏好比我们所服务的公民更
有价值

鼓励他们基于高质量证据综合
提出要求

“案例研究”“案例研究” 轶事经验的名称意味着有严格的方
法支持

询问作者选择案例的标准，使
用的数据收集混合方法，以及
为保证严谨性使用的分析方法
和其他方法

白皮书白皮书 从表面上看，指在得出政策倾向的
声明时使用了证据的隐含或明确
的断言

要求政府的领导或顾问分享他
们投入资源和建议所基于的证
据，以及用于检索、评价、筛
选和综合证据的方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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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示例 证据生产与传播的潜在影响

更加关注研究（或没有研究）什么，由
谁来研究（例如，由来自不同环境的人
组成的研究小组），如何研究（例如，
以伦理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的更多参
与方法），以及为什么要研究（例如，
找出可以利用的优势）

给予各种媒体对证据描述的更多关注，
并利用这些见解，设法预测各群体对针
对他们或关于他们证据的反应，或了解
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应

4.94.9 形成如何看待证据的环境

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均会影响人们对证据的看法，例如，种族化社区（我们在第1.7节介绍的PROGRESS-Plus中

的R）和妇女（PROGRESS-Plus中的G）等。一些环境与过去产生证据的努力直接相关，而另一些则与过去将特定群

体描述为“异类”的行为有关，这可能表现为这些群体对任何声称支持他们或关于他们的证据持怀疑态度。如果我

们要以采取行动的方式生产和传播证据，就必须了解这些环境。(10; 11)

正如我们在第4.10节中所提到的，环境以及原住民独特的权利和认知方式，也可以塑造其对证据的看法。环境也

可以决定错误信息是否泛滥以及如何泛滥，这也是第4.11节的重点。

与过去美国生产证据的努力直接相关

与过去新接纳特定群体的国家将其描述为“异类”的行为有关

对患有梅毒的黑人男子不予有效治疗，以便监测未经治疗的梅
毒的发展情况（bit.ly/3DeaH9x）

心脏病治疗试验不纳入妇女，但其结果却被认为适用于妇女
（bit.ly/3olxgTH）

对学生进行标准化测试的方法不利于有色人种学生，
特别是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bit.ly/3wDICGk）

将中国移民虚假描绘为肮脏的和有病的，以此作为在旧金山社区特别
严格执行卫生条例的理由（bit.ly/3qzeJFV）

关于撒切尔时代英国黑人成为国家问题“外部”根源的隐含信息出现在
书籍和电影中，并被一些观众作为事实接受（bit.ly/3naBa2n）

媒体报道将某些人群，如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和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的伊拉
克被拘留者，视为已经“丧失”（失业、饥饿和监狱）的人群，不值得
社会保护（bit.ly/3wGrKyE）

http://bit.ly/3DeaH9x
http://bit.ly/3olxgTH
http://bit.ly/3wDICGk
http://bit.ly/3qzeJFV
http://bit.ly/3naBa2n
http://bit.ly/3wGrK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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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10 原住民权益及其认知方式

作为承认和确保原住民权益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许多政府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开始接受，原住

民应该控制数据收集过程，并享有和掌握这些证据的使用方式。基于原住民数据所有权（ownership）、控制

权（control）、访问权（access）和占有权（possession）原则（也称OCAP原则），国际原住民数据主权利

益集团制定了《原住民数据管理的CARE原则》（CARE Principles for Indigenous Data Governance，C：集

体利益（Collective benefit）、A：掌握权（Authority to control）、R：责任（Responsibility），E：

道德（Ethics））。这些原则旨在补充管理科学数据的FAIR指导原则（FAIR：可查找（findable）、可访问

（accessible）、可互操作（interoperable）和可重复（reusable））。目标是让原住民数据的管理者和用户

做到“公平（FAIR）”和“关怀（CARE）”。这种证据相关的权利应被理解为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权益宣言》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确立的一系列更广泛权利的一部分。

原住民的认知方式是一个反映原住民学习和教学方法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术语。这种多样性源于许多已形成自

己认知方式的原住民或民族，这些方式在他们被殖民化之前的几个世纪以及此后的时间里不断发展。复杂性由许

多因素造成，包括知识来源众多。虽然原住民的认知形式存在共性（例如，将个人视为与周围的人和土地相互联

系的整体观点），但最好不要一概而论。下表为讨论原住民认知方式的切入点，由专员Daniel Iberê Alves da 

Silva（M’byá Guarani人）指导编制，其传记见附录8.2。正如我们所述，进一步的讨论应始终由原住民主导。

领域 细节

•	知识来自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既有物质层面，也有不可分割的精神层面
•	知识的来源包括植物、动物、其他人类和土地元素（如山脉和河流），以及理想、灵魂和精神世界的其
他表现形式。

•	例如，水的世界包括湖泊和河流及其蕴含的精神。更笼统地说，在原住民文化诞生和发展了几个世纪的
物质领土上，存在许多因精神赋予他们“生命”（这使得强迫移居特别具有破坏性）的“物质”

•	物质环境可以作为精神层面的提示或灵感，帮助形成行为模式（例如，观察河流的流动可以让观察者找
到解决某个问题的方法）

•	与掌握如何完成的“秘密”的人一起学习

•	原住民的知识是整体性的，与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领土有关（例如，他们的创世神话及其与其他“
生命”的联系）

•	“知识”体现在个人的经验或“存在”中（例如，成人仪式（人生重要转折）是个体“体验”和发现事
物本质的必经之路）

•	知识在原住民族内部、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与他人共享，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例如，今天独木
舟的制作方式已与两个世纪前不同）

•	知识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受（传统意义上指身体感官，但也可以通过衣着、饮食、绘画和音乐）、语言 
（可以说的）和沉思（不能说的）来获得 

•	不同个人和原住民族因其文化、历史或领土对分类的看法并不相同（例如，同一种植物，一个原住民族
根据其治疗用途进行分类，而另一个原住民族则根据其与死亡的联系进行分类）

•	分类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例如，一些植物曾被拟人化），并且根据其内在的“精神”来理解

 

原住民认

知方式的来源

原住民认知方式
的特点 

在原住民的
认知方式中“事
物”如何分类

https://fnigc.ca/ocap-training/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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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的知识可以通过“存在方式”（在实践和静思中学习）和“物质记忆”（叙述史）进行口头传播
（口头表达，但也可以通过诵读、手势和沉默）

	⚪   故事守护者可以将对事物的记忆和吟诵结合起来，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从数百首颂歌中发出正确的吟诵

•	有知识的人保护和分享特定领域的知识（例如，当地植物的药用价值），并以强调共同目的（超越个人
利益）、慈善目的（超越权力或统治）和道德目的（超越囤积知识）的方式进行

•	也可能从森林中的“生命”（如动物和河流）中学习

•	每个原住民族都有自己的世界观，而原住民族之间也将分享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世界观
•	世界观可以被遗忘、抹去、否定和借用，也可以为今天原住民的文化抵抗而建构
•	世界观和知识形式内在地交织在一起；原住民从他们不同的认知形式和知识中解释他们的“世界”

•	每个民族的知识都有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领域，这种知识往往未经承认就从原住民族手中夺走
•	科学家需要学会接受、包容并尊重原住民知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决策者需要认识到，有时存在滥用科学从而侵犯原住民领土的活动，包括毁林和
其他威胁未来原住民的活动

原住民的
认知方式如何

传承的

原住民的
认知方式与其
世界观的关系

\\

原住民认知方
式与科学认知方

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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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11 错误信息和信息疫情 

错误信息是指不考虑误导意图而传播的不正确信息。虚假信息是指故意传播的错误信息。例如，政敌或外国政府

可能会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的而参与传播虚假信息，如选举优势或破坏公众对民主制度、独立媒体和科学知识的信

任。有组织的团体可能出于其他目的，如赚钱或推进某种意识形态。由于很难证明传播的意图，所以我们在本文使

用“错误信息”一词。虽然错误信息已经伴随我们几个世纪了，但互联网已经改变了它的规模、驱动因素、后果以

及可能的应对措施。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间，人们开始使用“信息疫情（infodemic）”（或“错误信息疫情

（mis-infodemic）”）一词来捕捉病毒的快速传播和COVID-19相关及其预防、管理和减轻经济和社会影响措施的

错误信息快速传播之间的相似之处。现有与疫苗有关的错误信息往往在COVID-19疫苗上市后被重新控制，并发起了

许多新的反疫苗接种活动。

 

2020年，由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资助，可持续发展宽带委员会

（Broadband Commis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发布了一份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打击数字错误信息的

报告。(12) 

该报告描述了错误信息生命周期的五个阶段：

煽动者和受益者，出现了关于动机（和上述目标）的问题

代理人，出现了关于技术的问题，如机器人和伪造帐户或虚假身份

信息，涉及形式的问题，其中三个常见的形式是：

中介机构，出现了关于平台（如暗网、社交媒体、消息和新闻媒体）和正在被利用的平台功能（如算法和商业 
模式）的问题

目标人群和解释者，出现了关于谁受到影响（例如，公民、科学家和记者等个人；研究中心和新闻机构等组织；
黑人社区和原住民族等社区；以及选举流程等系统）以及他们如何应对（例如，通过忽略或分享揭穿错误信息）
的问题

该报告将错误信息与模仿和讽刺区分开来，模仿和讽刺既可以误导那些没有能力识别错误信息的人，也可以通过

强调错误信息的荒谬成分进行反击。

	⚪  情绪化的主张和叙述，其通常混合了情绪化的语言、谎言或不完整信息、个人观点和真相要素

	⚪  伪造、去语境化或欺诈性修改的图像和视频，以及合成音频

	⚪  虚构的网站和已污染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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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用户指向官方可信的证据来源，供新闻媒
体、社交媒体、讯息通信和搜索平台使用

•	可能被误用为一种私人审查形式

•	涵盖可以识别错误信息、提供附加环境并限制
传播的人类学习、机器学习以及其他人工智能
方法

•	上诉过程的自动化可能会侵犯言论自由权

•	包括将错误信息行为定为犯罪，指导互联网通
信公司删除内容，以及为可靠的信息来源提供
物质支持

•	可能会被滥用于削弱合法的新闻报道并侵犯言
论自由权

•	检查煽动者、传播程度和手段、涉及的资金以及
受影响的社区

策划性

技术和算法

•	包括对错误信息的监测和揭露（例如，被推翻
的主张）以及对新的主张进行事实核查

•	由独立组织雇用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进行判断
（即使有自动化的帮助）可减少侵犯言论自由
权利的风险

•	包括专门机构制订挑战错误信息的反击言论，
并动员线上社区传播高质量证据

监测和事实核查 反错误信息运动

•	�包括内容验证工具、网络内容指标、标示 
（指向可靠的证据来源）和网站可信度标签

•	通常由政治和社会领导人公开谴责错误信息 
行为，并提出相应解决建议

可靠度标识 规范性

•	包括培养公民的媒体和信息素养（例如，批判
性思维和数字验证技能）以及记者的信息素养

•	包括广告禁令，特定内容（例如COVID-19内容）
去货币化和其他消除促使错误信息产生的方法

教育性 经济性

立法和其他政策

调查性 
（可为立法和其他应对措施提供信息） 

可持续发展宽带委员会的报告也提出了对错误信息的潜在应对方法，并提出了与言论自由权利交叉的例子。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指出了这些应对措施的潜在互补性，并指出有必要确保所用任何应对措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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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许多这样的证据综合，但该报告并未涉及支持这些措施的证据。例如，一个较早的中等质量证据综合

（AMSTAR评分7/11，检索时间为2017年）发现：纠正错误信息（即措施1）对错误信息的相信有一定影响（对健康

的影响比对营销或政治的影响更大）；反驳比预警更有效；呼吁一致性比事实核查和呼吁可信度更有效。(13) 此处

目的并不是提供关于这些措施的知识现状，也不是探讨可能支持这些措施的错误信息心理学，而是表明已有错误信

息应对措施的证据综合，同时需要动态证据综合。动态证据综合可以提供对已知情况不断发展的理解，包括如何因

群体（例如，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影响或持有特殊信仰体系的群体）和情境（例如，两极分化的社会）的不同而变

化。 

 

正如我们在背景中所讨论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为使用证据培养能力、机遇和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是为解决

关于社会挑战的错误信息），同时运用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那么其结合将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即使我们依靠卫

生部门常用的严格评价和可靠的自我校正系统，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正如Ross Douthat在其莱姆病生活回忆录中

所观察到的，我们需要更多具有以下两种世界观的人和机构：1）“接受现代科学的核心成就，至少对民粹主义信

息源和权威机构源持相同的怀疑态度，并拒绝盲从”；2）“认识到我们的机构在各个方面的失败，有更广泛的、

符合当前学术官僚路线的经验……”(14) 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医学等领域受益匪浅，这些领域结合了严格评价和相当

可靠的自我校正系统。但像Ross Douthat这样的人却没有，他指出：“与七年前相比，我对宇宙的态度更加开放，

对任何声称共识的东西都更加怀疑。但我试图不让这种开放和怀疑的混合演变成偏执的局外人群体思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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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一组研究人员记录了卫生研究系统的局限性。为更好地满足决策者的需求，他们呼吁重

组该体系，包括支撑该体系的结构（如Cochrane等全球合作机构）和激励措施（如来自大学、资助者和期刊的

激励）。(15-17) 他们主要关注决策者常遇到的三种证据形式，即原始研究（特别是评估类研究，尤其是随机

对照试验）、证据综合和指南（以及较少的卫生技术评估）。

虽然一些局限性在COVID-19证据响应中变得更为明显，但在应对大流行中也产生了解决许多局限性的典型案例。

尽管研究人员最初关注的是卫生挑战和特定的证据形式，但许多见解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挑战和其他形式的证

据。换言之，对于与本节所述完全不同的社会挑战和证据形式，也需要开展类似的工作。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其关注领域的全球协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并推动了长期建模的新方法。然而，IPCC也可以获益于通过对气候变化应对方案的事后评估来完善这些方法。

4.124.12 卫生研究系统的局限性

新冠肺炎大流行前卫生
研究系统的局限性

在COVID-19证据响应中突显局
限性的示例

在COVID-19证据响应中解决局
限性的示例

缺乏证据社区的全球协
作，每个社区都使用系统
和透明的方法以及一系列
完整的数据来源（例如，
研究注册网站、监管机构
和官方机构数据库）理想
地应对全球优先挑战

•	COVID-END全球审查工作组优先考虑的许多
主题从未通过一部或多部“最佳”证据综合
得到解决

•	低信噪比：根据解决具体决策相关问题、证
据检索的时间、证据综合的质量和GRADE证
据分级可用性这四个标准，COVID-END（截
至2021年11月7日）清单中关于COVID-19的
近11000部证据综合大约仅有600部“最佳”
证据综合

•	为努力减少重复并加强协作，COVID-END与
55部领先的证据综合、指南制订和技术评
估团队以及公民合作伙伴和证据中介机构进
行了合作

•	PROSPERO鼓励拟注册COVID-19证据综合计划
书的研究人员检索已有的计划书，如果重
复，则选择新的主题（尽管138个团队仍在
推进已由其他57个团队之一注册的主题，包
括14个羟氯喹主题和7个托珠单抗主题）

•	GloPID-R（全球传染病防治研究合作组织）
协调主要研究资助组织快速资助COVID-19
原始研究

证据社区对维持动态证据
综合的关注不足。动态证
据综合针对应对优先挑战

的所有干预措施  
（例如，网状Meta分析，
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配对比

较）进行了审查

•	只有13%的COVID-19证据综合自我定义为是
动态证据综合（而COVID-END清单中，52%“
动态”证据综合作为“最佳”证据综合标
准），三分之二以上的证据综合涉及临床管
理（而不是公共卫生措施、卫生系统安排以
及经济和社会对策）

•	只有21%的COVID-19动态证据综合进行过一
次更新（在第一次发表后），8%有2次更
新，13%有2次或更多的更新，而第一次检索
与更新检索间隔的平均和中位时间分别为49
天和31天

•	许多COVID-19证据综合为解决单一药物治
疗的问题，因此COVID-END清单转变为主要
依赖COVID-NMA和其他比较所有药物治疗的
研究（仅包括可获得所有预后因素的预后
研究）

•	四个证据社区维护了所有高质量的药物治
疗动态Meta分析，其中一个（COVID-NMA）
支持每周更新偏倚风险评价和GRADE证据分
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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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社区对识别干
预措施危害和益
处的关注不足 

（更普遍地说，包括更广泛的
研究设计和数据类型）

•	当前研究和综合使人们很难理解如何看待关
于某些疫苗接种者发生血栓的报告

•	一个COVID-END团队进行的一项系统评价完
成了与接种疫苗相关的暂时性血小板减少症
因果关系评估

缺乏对个体参与者数据的
共享，也没有利用这些数
据检查调查结果如何因受
试者类型、环境或其他因
素的不同而变化，以及如
何更好地进行个性化或情

境化干预

•	许多报告记录了缺乏个体参与者数据的共
享（例如，疫情初期的一项对140项研究的
综合发现，仅有一项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共

享——见 bit.ly/31WQUxM） 

•	COVID-19知识加速器改进了跨平台共享可
计算的证据表达和指南推荐意见所需的方
法，Vivli 扩展了其平台以共享COVID-19
试验数据 

证据社区中未纳入来自所
有相关证据团体

（例如，进行原始研究的研究
人员，如试验人员、证据综合

者和指南制订者）、
所有相关类型的决策者和
所有相关类型的证据中介

机构代表

•	许多报告描述了在COVID-19研究中公民的参
与度低于疫情前的其他研究，同时在疫情初
期没有提供证据综合的简明摘要 

（例如 bit.ly/3kwCHhr）

•	国家COVID-19临床证据工作组邀请了很多医
疗专业人员（及其协会）和患者参与到动态
指南中，并与主要维护动态网状Meta分析的
证据团队合作

•	许多小组参与建模，以帮助决策者在基于现
有证据和专家意见的可用方案（如封城）以
及环境提供的某些条件下进行选择

•	许多团队应决策者的要求（在许多COVID-
END快速综合的情况下，与公民合作）撰写
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快速综合

证据社区缺乏使用一系列
的新方法来提高其工作效
率和及时性（例如，机器学
习和众包对其工作的贡献）

•	截至2021年7月，已有超过18000项研究被上
传到一个预印本平台（medRxiv），这极大
地缩短了出版时间（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同
行评审而存在不确定的危害）

•	在纳入183份报告的中等质量概况性评价

（bit.ly/3D7bTeV）中发现许多在COVID-19
响应中使用机器学习的例子，但在疫情初期
并没有被广泛使用

•	L*VE （动态证据综合再评价）使用机器学
习维护原始研究和证据综合的数据库，EPPI
中心使用机器学习来维护动态证据地图

‘原始研究的空白、质量
和透明度的报告不足（包
括利益冲突）是反馈循环
的一部分，旨在支持学习
和改进——详见框1： 

（17）

•	许多原始研究的结果都是通过媒体发表的，
而不是通过可以严格评价的完整研究报告

•	许多报告指出原始研究存在中高偏倚风
险（例如，713篇中有81%的文章从10516
篇COVID-19文章池中纳入原始的患者数据

（bit.ly/3HiI90X），并因学术不端而被
撤稿

•	COVID-END编制的报告针对证据综合缺乏时
效性（在全文数据库和“最佳”证据综合
数据库中，分别有91%和61%是180多天前完
成的检索）、中低质量（分别为75%和55%）
以及缺乏证据概况（分别为81%和42%）的报
告，以及快速综合比完整综合更有可能是低
质量的（43%对比13%）

•	RECOVERY（recoverytrial.net）和世界卫
生组织COVID-19团结治疗试验为超快速、
高质量、多国家试验的COVID-19药物治疗提
供了平台

•	COVID-19证据警示概述了基于质量评价的
原始研究

http://bit.ly/31WQUxM
http://bit.ly/3kwCHhr
http://bit.ly/3D7bTeV
http://bit.ly/3HiI9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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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13 众多COVID-19证据支持系统的不足

COVID-19大流行是一场全球性危机，需要政府高层针对几波“浪潮”快速做出决策，同时还面临着证据的显著

不精确性和快速演变（通常是间接的）。在许多地区，COVID-19大流行期间证据似乎在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发挥着比

过去几十年更显著的作用。尽管如此，错误信息盛行，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难以理解为何证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改变。相比最佳证据，“其他证据”往往更受关注，一些形式的证据往往比其他形式的证据更受关注。我们在第

4.11节中讨论了错误信息，并为第4.8节（最佳证据以外的“其他证据”）、第4.2节（证据形式）和第4.5节（高质

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中使用的术语提供了更多的环境信息。

存在“一手遮天”风险*，除非对每项
研究进行质量评价，将其视为本土（国
家或次国家）的证据，或放在动态（全
球）证据综合的环境下

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风险，除非
专家被要求分享其意见所依据的经质量
评价的证据综合，或被要求关注特定证
据综合对特定司法管辖区的意义

存在GOBSATT（good old boys sitting 
around the table）风险，除非小组成
员被要求分享他们的证据（如上所述）
或有严谨的指南制订过程

存在“群体思维”风险，除非各管辖区
分享该文件政策的证据或形成方案

在特定国家（或次国家）环境下：从现
有的最佳研究（例如，在该环境学到的
知识）中遴选出国家（或次国家）的证
据和从现有的最佳证据综合中遴选出全
球证据（例如，从世界范围内学到的知
识，包括在不同群体和环境下的差异）

专家意见

辖区范
围经验 
综合

最佳 
证据

专家小组

	
单个 
研究

（通常是预
印本）

单个研究

专家意见

专家小组

最佳证据

COVID-19决策者更常遇到的除最佳证据外的“其他证据”

*如第4.8节所述，我们用“一手遮天”（例如，即狗撵汽车（不懂科学））来比喻分享和评论每一项引起人们注意力的新研究。

辖区范围经
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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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管辖区的领导者均可以采用《证据委员会报告》（Evidence Commission report）来将COVID-19证据响应较

好的方面系统化并扩大卫生领域以外，也可以解决许多未解决部分。作为系统化证据响应较好的一部分，这些领导

者需要从COVID-19时代关注速度和尽可能高质量的证据（“足够快且高质量”）过渡到速度平衡、质量（例如，等

待即将生产的证据）和可持续性上（例如，保持正常工作时间且不搁置其他工作）。

（遵循严谨的制作过程）

（遵循严谨的制订过程）

数据分析

建模

评价 

证据综合

技术评估

指南

行为/实施研究

定性见解

建模

评估

数据
分析

数据分析存在“一手遮天”风险（与任
何单个研究一样），但描述性分析的风
险较低

由于缺乏评价现有模型质量的工具（包
括用作模型输入的证据），存在“虚假
确定性”风险

存在“一手遮天”风险（与任何单个研
究一样）

COVID-19决策者更常遇到的证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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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4.14 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驱动因素 辅助因素

基于对国家（或次国家）环境（包括时间限制）的理解，以需求为
导向，并侧重于以公平敏感的方式为决策提供符合情况的证据

基础设施示例：
•	证据支持协调办公室（适用于所有政府部门，在关键部门或部委
设或不设额外办公室）

•	证据单位，在八种证据形式中各有专长（例如，行为见解单位）
•	提出证据需求并确定其优先级，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并打包满足
这些需求的证据（并构建额外证据作为持续评估的一部分），培
训使用证据的能力（例如，证据使用研讨会和手册），促进证据
使用（例如，内阁提交清单），并记录证据使用（例如，证据使
用指标）

虽然此类基础设施与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大型组织领导人最为相关，但类似的
基础设施也可以为小型组织领导人以及专业人员和公民量身制定

受用于
•	本土证据中介机构
•	来自Cochrane、 
Campbell和其他机
构与证据相关的全
球公共产品（例
如，全球标准和证
据综合的开源出版
物）

•	来自联合国和其他
多边组织的技术援
助，包括其国家、
区域和全球办事处

辅之以：
•	预测未来证据需求
的前瞻性倡议

•	创新中心，以发明
新产品和服务，对
其进行评估并扩大
可以通过市场或公
共采购增加价值的
产品和服务规模

证
据
支
持
系
统

决策者是使用证据的人，而研究人员则是开展研究的

人。当决策者，尤其是政府政策制定者和组织领导者提出

问题时，需要使用现有的证据及时进行支持。决策者，特

别是专业人士和公民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以实施所需

的改革。同时，研究人员需要发明新的产品和服务，开发

新的思维方式并批判现状。还需鼓励研究人员更积极地与

决策者接触，以确保相关性和适用性，更有效地利用技术

使研究过程更有效率、更透明地报告研究结果，而不是 

“杜撰”，并创建生产证据的模式，便于决策者获取、理

解并采取行动。从研究中出现的“即将进入全盛时期”的

证据，可以被纳入证据支持和证据实施系统。

证据支持系统

证据实施系统

研究系统

驱动因素 辅助因素

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证据基础设施，包括许多与证据相关的结构和流程。在国家证据基础设施中，我们区分了

证据支持系统、证据实施系统和研究系统。加大对证据支持系统的重视并对证据实施系统持续保持关注，是未来使

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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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 辅助因素

基于对证据相关过程的理解，以考虑综合供需为导向，专注于综合
证据、制订推荐意见、将其传播给决策者、积极支持证据实施、评
估影响，并在下一个循环中吸取经验教训(18)

基础设施示例：
•	证据综合和指南单位
•	证据实施单位，确定实施内容的优先次序，确定实施的促进和阻
碍因素，并设计解决阻碍和利用促进因素的策略

•	将证据构建到现有工作流程（例如，电子客户记录、数字决策支
持系统、门户网站和质量改善措施）中，并在其中分享证据

虽然此类基础设施与专业人员和公民最相关，但类似的基础设施也可以为政
府政策制定者和组织领导人量身制定

与上述内容类似 政府政策制定者和组
织领导人使用现有杠
杆以支持实施（例
如，将推荐的产品和
服务添加到福利包
中，并规定对反映遵
守建议行动的指标公
开报告）

基于对学科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理解，以好奇心等供方因素为导向，
专注于开展研究旨在（或可能不旨在）为证据支持和证据实施系统
所采纳的证据作出贡献(19)。

基础设施的示例：
•	大学院系和单位
•	奖励活动的流程（例如，同行评审的资助和出版物），可以将其
扩展到更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活动（例如，与决策者接触并作出 
响应）中

此类基础设施与研究人员最为相关

与研究相关的全球公
共产品（例如，开放
科学倡议）

辅之以：
政府政策制定者和组
织领导人使用现有杠
杆奖励某些活动（
例如，英国卓越研
究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的机构评
估活动）

证
据
实
施
*系

统
研
究
系
统

*我们使用“证据实施系统”一词与证据支持系统进行区分。近期，证据实施系统被称之为证据生态系统。(18) 我们之所以避免使用此术语，是
因为它既混淆了那些习惯于生态系统字面含义的人，也因为它没有抓住这个系统对实施的关注。如果我们使用“证据生态系统”一词，我们可能
会将其应用于证据支持系统和证据实施系统的组合。

在上述第一行的基础上，理想情况下，证据支持系统应具备以下特征： 

•	最佳证据，并以下述方式支持政府政策制定者以及组织领导人、专业人士和公民的决策：

	⚪ 充分了解环境，包括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进行决策，决策的时间限制及决定是否向有需求的人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的

已有制度安排，以及在决策中使用证据的能力、机遇和动机

	⚪ 响应与决策相关的需求、时间限制以及对产品和流程形式的偏好

	⚪ 反映将最佳证据与所提问题相匹配的承诺，并致力于研究证据对特定决策的意义（例如，将证据置于环境中），包括

因人群和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例如，将公平的视角引入证据及其被如何看待） 

	⚪ 实现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并适当关注利益冲突的识别和管理

•	通过政府内部人员以及与政府以外的证据中介机构和生产者（例如，国内证据中介、全球公共产品和技术援助的提

供者）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以系统和透明的方式实现

•	辅之以在联合国称之为“变革五重奏”的两个部分（即战略远见和创新）。( 20)

变革五重奏的另外三个部分为数据分析、行为/实施研究和评估（“绩效和结果导向”），它们在八种证据形式  中

均已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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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府已选择通过立法等方式正式确定证据支持系统的各个方面。美国国会成立的循证决策委员会

（Commission on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CEP）(21) 提出的建议为《证据法》（Evidence Act）提供了证

据。总统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后续备忘录有助于支持该法案的实施。这些努力与证据委员会一样，均关注所有类型

的社会挑战，但不同的是，它们仅关注一类决策者（即政策制定者，这里指美国联邦政府），并仅关注两种形式的

证据（数据分析和评价）以及生产新证据而不是更好地利用现有证据（例如，通过证据综合）。联合国系统的一些

部门选择通过有关加强证据支持系统的决议。在东地中海区域，WHO区域委员会也通过了一项针对卫生部门的类似

决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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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4.15 以证据形式区分的全球委员会报告

证据形式 委员会报告频次

描述委员会成员专业知识的依据
（不包括他们的个人简历）

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 1

所有其他形式的证据 0

未明确报告 69

所借鉴的证据来源 建模 13

证据综合 6

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 5

数据分析 3

评价 2

指南 2

行为/实施研究 1

定性见解 1

未明确报告 49

建议的重点 建模 1

评价 1

定性见解 1

行为/实施研究 1

指南 1

所有其他形式的证据 0

未明确报告 66

自2016年1月以来，全球委员会发布了70份报告，其中

仅一份报告在描述其委员时，从决策者常遇到的八种形式

证据中特别遴选了专业知识。 

在委员会报告的方法部分明确报告他们在自己的工作

中借鉴了这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证据时，建模是最常见

的证据形式（13份报告），其次为证据综合（6部）和

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5份）。作为对方法部分的补

充，对参考文献的分析发现：

•	70份报告中64份有参考文献清单

•	在此64份报告中，只有32份报告至少引用了一部证据

综合

•	仅有3%（526/17605）的引文可以根据其标题判断为是

证据综合

•	每份报告的证据综合引用频次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

为8.2次和1次。 

我们还分析了《2019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19）的引

文清单，该报告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独立科学家小组撰

写，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份报告将优于其他。(20) 

然而，在这份报告中，仅有1.8%（17/941）的引文可根据

其标题判断为是证据综合。当引用证据综合时，并不清

楚在选择使用它们时是否考虑了检索的质量和新近度。

例如，引用的证据综合中有三部涉及卫生工作人员招聘

和留用这一特定主题，但通过《卫生系统证据》（Health 

Systems Evidence）可获得这一主题的数百部证据综合。

我们之所以关注证据综合（正如我们在第4.2节中指出的

一样），是因为它们使用了系统化的过程，对所有针对同

一问题的研究结果进行识别、筛选、评价和综合，从而全

面了解已有知识，包括这可能因群体和环境而异。

最多只有一份报告将这些证据形式中的任何一种作为

其推荐意见的明确重点。正如第7.1节中提到的，许多报

告对数据收集和共享提出了一般性建议，但并未就如何

使用数据分析支持决策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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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形式 质量评价工具的示例

现存质量评价工具的证据类型

数据分析 非随机干预性研究偏倚评估工具RoB2（riskofbias.info）适用于明确特定因素（包括干预措施）和特定结果相关

性的观察性研究，存在以下偏倚风险来源：

•	混杂偏倚（由于一个或多个未被考虑的其他因素，观察到的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与真实关系不同）

•	选择受试者偏倚

•	干预措施分类

•	意向干预偏离偏倚

•	缺失数据偏倚

•	结果偏倚

•	选择性报告偏倚

评价 偏倚风险评估工具（RoB)2（riskofbias.info）适用于随机对照试验，混杂偏倚较少，但偏倚风险与上述某些

（尽管较少）来源相同：

•	随机化过程中的偏倚

•	偏离既定干预措施的偏倚

•	结局数据缺失的偏倚

•	结果测量的偏倚

•	选择性报告偏倚

行为/实施
研究

请参阅其他部分以了解相关类型的研究或综合

定性研究 JBI定性研究的关键评价清单（bit.ly/31Lsib1），有许多非常不同的考虑因素，例如：

•	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数据收集方法、数据呈现和分析、结果解释之间的一致性，以及所述哲学观点与研究方

法之间的一致性

•	研究者的反思性，如从文化和理论上定位研究者的表述，并讨论研究者对研究的影响，反之亦然

•	研究参与者的代表性及其意见

•	从分析和数据解释中得出结论的流程

证据综合 证据综合中考虑的相关研究类型见上文

系统评价/Meta分析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AMSTAR；amstar.ca）用于评价证据综合的质量，偏倚风险可能来自：

•	通过全面检索已发表的文献和灰色文献，确定所有潜在的相关研究，并且不对语言进行限制

•	使用有关研究设计和受试者、干预措施/因素、对照和结局的明确标准，筛选出所有解决研究问题的研究，并

且至少有两名评价人员应用该标准

•	对所有纳入的研究进行质量评价和数据提取

•	对所有纳入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

请注意，AMSTAR有两个版本：1）原始版本，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综合研究，尽管从领域和条目中删除了一些标

准；2）AMSTAR的第二个版本，与随机对照试验的综合更为相关

推荐分级的评估、制订与评价（GRADE；bit.ly/3C9pMrx），用于评价干预结局的证据质量，其中影响证据质量的

因素有：

•	降级因素：偏倚风险（来自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起始质量为高，来自观察性研究的证据初始质量为低，随后根

据RoB2或ROBINS-I进行升降级）、不精确性（例如，一两个小型研究）、不一致性（例如，两项研究显示结果

差距很大）、间接性（例如，使用替代措施或研究的非典型环境）、以及发表偏倚（例如，由于缺乏研究注册

平台，此偏移在观察性研究中更常见；或由于发表阳性结果研究的商业动机，此在企业资助的研究中更常见）

•	升级因素：大效应量、存在剂量-效应关系，以及负偏倚

GRADE CERQual（cerqual.org）用于对感兴趣的现象做定性描述的证据分级，其中：

•	由于对方法学局限性的担忧（因使用类似上述JBI的关键评价工具发现研究设计或报告方式上的问题）、相关

性（因主要研究的环境与综合问题的环境有实质性的不同）、结果一致性（因一些数据与研究结果相矛盾或含

糊不清）和数据充分性（因数据不充分或仅来自少数研究或受试者），证据质量则被降级

4.164.16 质量评价工具的示例（第4.5节的附录）

https://www.riskofbias.info/
http://riskofbias.info
http://bit.ly/31Lsib1
http://amstar.ca
http://bit.ly/3C9pMrx
http://cerqual.org


证据委员会报告74

技术评估/成本
效果分析

国际卫生技术评估机构协作网（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gencie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AHTA）技术评估质量清单（bit.ly/2YJVMVK），14个条目中有两个条目涉及证据综合的方法 

（类似于AMSTAR），另一个条目涉及评估是否通过附带的成本效果分析（与当地，即国家或次国家的成本核算数

据）进行适用性分析，以及考虑当地的法律、伦理和社会影响

成本效果分析的德拉蒙德（Drummond）清单（bit.ly/3FbnB8R），以及更普遍的经济评价，包括研究设计、数据

收集以及结果分析和解释的问题

飞利浦（Philips）成本效果分析清单包括决策分析模型部分（bit.ly/3FcWBGc），其中包含涉及模型的结构（例

如，明确的理由、合理的假设和适当的时间范围）、采用的数据（例如，来自观察研究的基线概率、来自随机对

照试验的治疗效果以及对四种不精确性的评估，即模型的结构、遵循的方法步骤、所研究人群的异质性和使用的

参数），以及一致性（内部和外部）。TRUST工具同时可以来评价决策分析模型的不精确性（bit.ly/3quFSKp）

指南 AGREE II工具（bit.ly/30qyFAb）用于评价指南的制订、报告和评价（或质量评价），该工具包含6个领域的23个

条目，每个领域独立评分：

•	描述范围和目的

•	利益相关者（公民/患者和专业人士）的参与

•	制订严谨性（将证据综合作为一种证据，使用严格的推荐意见形成过程，并将推荐意见与支持性证据联 

系起来）

•	表达清晰性

•	适用性

•	编辑独立性（与资助者和小组成员的利益冲突有关）

GRADE（bit.ly/3C9pMrx）用于评估推荐意见的强度，它有四个关键考虑因素：

•	平衡（权衡）理想和不理想的结果，考虑到对理想和不理想结果效应量的最佳估计，以及对这些结果的重要性

（评估偏好和价值观）

•	干预措施对重要结局效应量的把握度（见前一行）

•	使用偏好和价值观及可变性资源的把握度

暂无质量评价工具的证据类型

建模 对于大多数类型的模型，目前还没有广泛接受使用的工具，然而，存在一些关于模型的共性问题（就像上述飞利

浦清单中部分列出的问题），例如：

•	模型的结构（例如，明确的理由、合理的假设和适当的时间范围）

•	使用的数据（例如，来自观察性研究的基线概率，来自一系列来源的干预效果*，以及对四种不可靠性的评

估，即模型的结构、遵循的方法步骤、研究人群的异质性以及使用的参数）

•	一致性（内部和外部）

•	软件或工具的可用性，便于其他人可以对其进行评价

*COVID-19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通常用于获取干预效果的研究设计，如随机对照试验，在伦理上或后勤上存在困难

和（或）需要时间来完成，因此需要使用其他研究设计，并需要征求专家意见（并且有一些系统和透明的方式进

行，如SHELF-见 bit.ly/30nteC4）

某些暂无质量评价工具的证据类型所使用的方法

人工智能 暂无广泛认同的工具

http://bit.ly/2YJVMVK
http://bit.ly/3FbnB8R
http://bit.ly/3FcWBGc
http://bit.ly/3quFSKp
http://bit.ly/30qyFAb
http://bit.ly/3C9pMrx
http://bit.ly/30nte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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